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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假言推理何以有效?
———非认知主义者对 “弗雷格—吉奇问题”的解答*
杨 松 /文
提 要: 吉奇认为，如果非认知主义者关于道德判断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予
以认可并经常使用的道德假言推理在逻辑上就是无效的。为了解决道德假言推理的
有效性问题，非认知主义者在坚持关于道德判断的非认知式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
以黑尔的“断言 － 意义分离”论证、布莱克本的 “态度自洽”论证和格巴德的
“规范谓词改写”论证为代表的三种解决方案。总的看来，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
非认知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中越来越多地吸收了认知主义的合理部分要素，在坚持道
德判断的情感表达、行为引导等主要特征的前提下，越来越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
当人们通过逻辑推理获得各种道德知识时，需要以适时地承认、重视道德判断的描
述性特征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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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YJC720048) ; 2015 年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近四十年来西方元伦理学的新进展研究” ( 项
目编号: 20720151166) 的阶段性成果。
一、“弗雷格—吉奇问题”
道德判断究竟是关于客观存在的道德事实的描述，还是仅仅是人的主观态度、情感、意
志向世界投射 ( project) 的产物，这是西方元伦理学中的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这两大学派
争论的焦点之一。认知主义者认为，正如存在客观的经验事实一样 ( 如中国的国土上存在
喜马拉雅山) ，也存在客观的道德事实 ( 如偷窃这个行为中存在 “错误”这种性质) ，因此
道德判断 ( 如“偷窃是错误的”) 本质上就和人们常见的事实陈述判断 ( 如 “中国有喜马
拉雅山”) 一样，“描述”了客观存在的道德事实。而非认知主义者则往往否认存在客观的
道德事实。他们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客观的道德性质，当人们说出道德判断的时候，实际
上是将自己的情感、态度、意志等投向事物，从而 “表达”自己对事物的情感态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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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特定行为的 “引导”或者 “规定”。因为从 “意义用法论”的角度出发，非认知主
义者把道德判断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意义阐发了出来，揭示了以 “表达情感”、“评价事
物”和“规定行为”为特征的道德判断与以 “描述事态”为特征的事实判断之间最为显著
的区别，所以非认知主义的理论一度在西方元伦理学界各派的争鸣中占据上风。
但是，英国的逻辑学家 P. 吉奇 ( Peter Geach) 认为，如果按照非认知主义的观点来理
解道德判断，那么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道德假言推理就无法继续适用，这显然是人们难以
接受的。为了明确吉奇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这样一个假言推理:
前提: ( 1) 天上在下雨。( 2) 如果天上在下雨，那么地上会湿。
结论: ( 3) 地上会湿。
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推理，但是关于这个推理，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 ( 1) 和 ( 2) 都是对事态的断定，但是 ( 1) 断定的是 “天上在下雨”这个事
态，而 ( 2) 却没有断定“天上在下雨”，而是断定“‘天上在下雨’和 ‘地上会湿’之间
具有充分条件关系”这个事态。换言之，( 1) 要断言的就是句子本身表达的内容——— “天
上在下雨”，而 ( 2) 要断言的是“‘天上在下雨’是‘地上会湿’的充分条件”。“天上在
下雨”并不是这个句子要断言的，仅仅是作为一种引用被提及。①
其次，要使得上述假言推理是有效的，那么虽然 ( 2) 中并没有断定 “天上在下雨”这
个句子，但是它被作为一种 “引用”或者 “提及”，必须和 ( 1 ) 在逻辑上是同一的———
“天上在下雨”不管是在 ( 1) 还是在 ( 2) 中，其意义都不改变，都是对相同事态的刻画。
这是因为，“∵ p，p→q ∴ q”这个推理要能够有效，必须满足 “在这个推理中所有的 p 都
是逻辑上同一的，q 也是逻辑上同一的”这个条件。也就是说 “p”和 “p→q”中的 “p”
是同样的意思，两者必然具有相同的真值条件; “p→q”中的 “q”和结论中的 “q”也是
相同的意思，也必然具有相同的真值条件。相反，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则推理不能有效地
进行。元伦理学家 A. 米勒 ( Alexander Miller) 举了一个例子，对此作出说明:
前提 1: 我的啤酒瓶有一个盖子 ( head) 。
前提 2: 如果某样东西有一个头 ( head) ，那么它肯定有眼睛和耳朵。
结论: 我的啤酒瓶有眼睛和耳朵。( Miller，2003: 41)
显然这是一个无效的推理，因为在英文表达中，尽管前提 1 和前提 2 在形式上都有
“head”这个词，但是在两个句子中，“head”的意思是不同的 ( 因为两个 “head”有不同
真值条件，前者为“真”的条件是啤酒瓶确实有盖子，而后者为 “真”的条件是某物确实
有头) ，两个相同文字形式的“head”在逻辑上是不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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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 吉奇指出，像“如果那个警察说的是真的，那么……”和 “如果那个东西看起来是红色的，那
么……”这样的假言条件句，前件部分并非是说话者所断定的内容，人们既没有肯定那个警察说的是真的，也
没有声称那样东西是红色的，他们只是说，这些情况在整个充分条件句的逻辑结构中扮演着前提的角色。
( cf. Geach，1965: 462—463)
最后，要判断这个推理是否有效，只要看看能否画出这样一张真值表，在其中前提都为
真，而结论为假。如果存在这样一张真值表，那么该推理就是无效的; 如果不存在，那么该
推理就是有效的。
在明确了以上三点以后，我们下面来看吉奇提出的这个推理:
( 4) 折磨猫是错误的。( 5) 如果折磨猫是错误的，那么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
错误的。( 6) 因此，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② ( Geach，1965: 463)
这个推理和前文提到的第一个推理在形式上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前一个推
理出现的都是事实判断，而这里出现的是道德判断，但是因为两者有完全相同的逻辑结构，
所以人们通常都会承认，这个推理也是有效的。但是吉奇认为，如果按照非认知主义的观点
来理解道德判断，那么该道德假言推理存在很多会导致其失效的问题:
第一，“折磨猫是错误的”在 ( 4) 和 ( 5) 中并不是逻辑上同一的。在 ( 4) 中，断言
的就是“折磨猫是错误的”，而根据非认知主义的观点，如果人们断言说 “折磨猫是错误
的”，那么这个句子并没有描述“折磨猫”具有 “错误”这种性质，而是对 “折磨猫”的
不赞成情感的表达 ( 情感主义) 或者从事规定人们不要折磨猫的言语行为 ( 规定主义) ，因
而根据非认知主义的观点，“折磨猫是错误的”这个句子在 ( 4) 中具有的就是某种非认知
意义。而在 ( 5) 中， “折磨猫是错误的”作为充分条件命题的前件，只是被 “嵌入”
( embedded) 整个句子，并没有被断言 ( 被断言的仅仅是前件与后件之间的充分条件关系) 。
因此，既然人们并没有断言说“折磨猫是错误的”，那么也就没有关于 “折磨猫”作出任何
情感表达或者行为规定。这样，“折磨猫是错误的”在 ( 5) 中就不具有非认知意义。由于
“折磨猫是错误的”在 ( 4) 和 ( 5) 中意义不同，所以它们并非逻辑上同一，上述道德假言
推理看起来是无效的。
第二，其实人们甚至也无法直接判断这个推理是否有效。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推理
是否有效，只要看看是否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真值表，在其中前提都为真，而结论为假。但是
在上面这个推理中，不管是前提还是结论，都含有道德判断，而根据非认知主义的看法，因
为道德判断本质上不是描述性的，所以没有真假可言。因此，关于上述推理，既然人们甚至
无法画出一个真值表，那么当然更无法据此判定其是否有效。
如果非认知主义关于道德判断意义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上述假言推理是无法进行的，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认为，道德假言推理是得出道德知识从而获得行为引导的有效
方式，它与关于陈述性判断的假言推理都符合从 “p”以及 “p→q”推出 “q”的基本形
式，理应有效。因此，并非是道德假言推理不可行，而是非认知主义的理论存在可商榷之
处。因为吉奇的上述观点对弗雷格的思想多有借鉴和发挥，所以西方元伦理学界也往往将这
一问题称为“弗雷格—吉奇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对非认知主义的理论构成了极大的挑
战，因此如何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解决“弗雷格—吉奇问题”，就成很多非认知主义者关注
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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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为了更方便地说明问题，笔者在引用这个例子的时候，做了部分改动，并且为前提和结论加上了编号。
二、非认知主义者的解决方案
1. Ｒ. M. 黑尔的解决方案
Ｒ. M. 黑尔 ( Ｒ. M. Hare) 关于道德判断的意义的理解建基于其 “言语行为理论”———
一个词的“意义”就是该词具有的这样一种功能: 使用含有该语词的句子就是通过该句子
做事，而说出含有这个词的句子本身直接就是在从事相应的言语行为。( Hare，1970: 4) 例
如，根据这一理论，黑尔认为当说出道德判断 “撒谎是错误的”时，主要就是在从事 “引
导人们不要撒谎”的言语行为，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非认知主义观点。
黑尔认为，只要具备如下三个条件，道德假言推理就可以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内有
效: 第一，人们明白“如果……那么”句型的意思，即 “理解其逻辑地位 ( 也就是明白它
的逻辑性质) ”，会承认当以 “如果 p，那么 q”和 “p”为前提的时候，能够有效地推出
“q”即承认肯定前件式。第二，通过言语行为理论，人们明白当 “如果”和 “那么”后面
的句子没有被 “嵌入”该句型中的时候，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在上述例子中，我们明白，
当没有在假言条件句中时，“折磨猫是错误的”和“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分别
是什么意思。而为了理解这两个句子的意思，我们不得不诉诸言语行为理论，然后明白当说
出“折磨猫是错误的”时，就是在从事“引导人们不要折磨猫”的言语行为，而说出 “让
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时也是在从事 “引导听者不要教唆自己的兄弟折磨猫”的
言语行为。第三，当“折磨猫是错误的”和“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被嵌入“如
果……那么”句型中后，再加上前提“折磨猫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地推出结论:
“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因为尽管“折磨猫是错误的”，确实在两个不同的句子中
存在着被断言的和未被断言之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个不同的句子中，它的意义是有区别
的 ( 因为都是通过当其被断言时的言语行为来解释的) ，有区别的地方仅仅在于，当“折磨猫
是错误的”被断言时，关涉其意义的言语行为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在当其未被断言时，该言
语行为没有直接表现出来——— “被断言”与否并不导致同一个句子的意义有所不同，只会导
致用于解释它的言语行为是否实际地表现出来而已。( cf. Hare，1970: 16—18)
黑尔的解决方案的核心是: 道德判断的意义与当其被断言时所从事的特定类型的言语行
为有密切关系 ( 从事何种类型的言语行为就具有何种类型的意义) ，而当其被断言时，该种
类型的言语行为被实际地表现出来，未被断言时则没有表现出来，因此影响道德判断意义的
不是其被“断言”与否，而是其对应的言语行为的类型。所以，在上述假言推理中，道德
判断不管是否被断言，其意义总是保持不变，该推理也是有效的。
2. S. 布莱克本的解决方案
S. 布莱克本 ( Simon Blackburn) 把道德判断视为人的情感、态度向世界投射的产物，
因此当说“X是正当的”，就是表达了对 X 赞成的情感，当说 “X 是错误的”，就是表达了
对 X不赞成的情感，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非认知主义 ( 学界也往往将其理论称为 “投射
主义”) 观点。为了解决“弗雷格—吉奇问题”，布莱克本提出了“态度自洽”论证。③
在布莱克本看来，人都有所谓的“道德敏感性”( Moral Sensibility) ，“它具有通过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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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布莱克本关于“弗雷格—吉奇问题”的解答有诸多方案 ( 参见张曦，2011) ，不过其面临的困难其实
有类似之处，我们这里仅根据其中一个方案进行探析。
信念而输出态度”的功能，也就是说，关于任何一个事实性的信念，人们总是可以在 “道
德敏感性”的作用下输出相应的态度，例如，通过输入 “张三撒谎”这一信念就可以输出
关于该信念的不赞成的态度。就此而言，所有的道德判断实际上都可以改写成一种由 “信
念”和在“道德敏感性”作用下所产生的 “态度”相结合的语言形式。布莱克本将这种语
言形式称为“Eex”。在该语言形式中，有基本的态度算子 “H!”和 “B!”，分别表示赞成
的态度和不赞成的态度。在态度算子后面通过括号将 “信念”的内容囊括在内，表示态度
所针对的对象。 ( cf. Blackburn，1984: 193) 例如，日常语言中 “张三撒谎是错误的”，在
“Eex”这种语言形式中就可以改写为“H! ( 张三撒谎) ”。当然，日常语言中除了出现 “张
三撒谎是错误的”这种简单的道德判断，还会出现复合形式的道德判断。吉奇所提出的
“如果折磨猫是错误的，那么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就是其中的一种。对于这种
假言条件句的道德判断，布莱克本认为在 “Eex”中可以改写成 “H! ( | B! ( 折磨猫) | ;
| B! ( 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 | ) ”。在这个表达式中，最外层的括号里面包含了两个用分
号隔开的部分——— “ | B! ( 折磨猫) | ”和“ | B! ( 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 | ”，这两部
分分别表达了关于“折磨猫”和 “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的不赞成的态度。而这两个部
分又被括号进一步囊括起来，前面加上了 “H!”，实际上表达了对上述两种态度组合的态
度，是关于态度的态度，也就是所谓的 “二阶态度”。就是说，在布莱克本这里，任何一个
日常语言中包含道德判断的假言条件句，实际上都可以在 “Eex”中改写成为一个 “二阶态
度”的句子，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关于分句中的态度或者信念的 “态度”。( Blackburn，1984:
194)
通过使用“Eex”，吉奇前面提到的那个推理就可以被改写成下面这种形式:
前提 1: B! (折磨猫)
前提 2: H! ( | B! (折磨猫) | ; | B! (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 | )
结论: B! (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
布莱克本指出，任何人只要他的 “道德敏感性”是正常的，都必须承认上述推理的有
效性，否则他的情感态度就是前后矛盾的———一个同时具有 “不赞成折磨猫”的态度和
“赞成‘不赞成折磨猫的态度以及不赞成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的态度’”的态度的人，不
可能不形成“不赞成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的态度，否则他的 “道德敏感性”就是自我
挫败的。( Blackburn，1984: 195)
布莱克本解决方案的核心是: 简单句形式出现的道德判断是表达 “一阶态度”的句子，
( 内嵌道德判断的) 假言条件句子是表达 “二阶态度”的句子，道德假言推理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一方面作为前提的句子都是属于同种类型的表达态度的句子，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只
要其道德敏感性不是矛盾或者自我挫败的，就不可能在承认前提 ( 具有前提所表达出的各
种态度) 的同时，否认结论 ( 即不具有结论所关涉的态度) 。
3. A. 格巴德的解决方案
A. 格巴德 ( Allan Gibbard) 认为，当人们说出一个道德判断时，并非是要刻画客观存
在的道德事实，而只是表达对涵盖该道德判断的整个规范系统的 “接受”，这一观点常常也
被学界称为“表达主义”( Expressivism) 。例如，人们经常会说 “张三撒谎是错误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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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当说出这句话时，不仅仅是关于 “张三撒谎”这一个行为作出评价，因为在 “张三撒谎
是错误的”这一个道德判断背后，有一个一系列与该规范相关的诸道德判断 ( 如 “总是做
正义的事情”和“错误的行为总是须得禁止”等) 构成的规范系统 N，而当人们接受 “张
三撒谎是错误的”时，也就是对其背后的整个规范系统的接受。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实际上往往是接受了一般的规范性原则，然后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具
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符合规范性原则所涉及的那些情形，最后得出比较特殊的判断。例如，
人们可能接受了“在通常情况下，禁止撒谎”这条规定，那么当遇到张三说假话的情形时，
人们是否可以把他的行为视为“撒谎”，他所处的情形是否属于规范性原则所指涉的 “通常
情况”，然后决定就张三的行为得出何种道德判断。推而广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接受的甚
至并非只是一条规范性原则，而很有可能是由若干规范性原则以及由它们推导出的各类规范
组成的规范系统。当人们表达出道德判断以表示对某些规范性行为的 “接受”时，实际上
也是在表达对其背后的整个规范系统的“接受”( 例如，当人们说“张三不应该撒谎”的时
候，不仅是对“禁止撒谎”这个一般性原则的接受，甚至也意味着在接受一系列与之相容
的若干条规范，如“正义”、“诚信”和 “友善”等) 。正是因此，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就
可以发现，如果某个规范系统 N 足够完备，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或一类行为，其实我们都可
以在 N中找到与该行为有关的特征———它在该规范系统 N 中是 “被要求的”、“被允许的”
或者“被禁止的”，这些特征可以分别用谓词 “N －被要求的”、“N －被允许的”和 “N －
被禁止的”来表示。格巴德认为，“这些谓词是描述性而不是规范性的: 这是说一个事物或
者行为是否是 N －被允许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 Gibbard，1990: 87) 也就是说，就规
范系统 N内部来说，任何一个或一类行为规范，它所指涉的行为具有 “N －被要求的”、“N
－被允许的”和“N －被禁止的”这三种特征的哪一种，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规范性问
题，而上述谓词具有的只是描述性力量而非规范性力量。格巴德通过上述方法，实际上已经可
以很便利地解决“弗雷格—吉奇问题”，对一个关于整个完备的规范系统 N和相关事实了如指
掌的人而言，吉奇前面提出的那个道德假言推理实际上就可以转化成如下形式:
前提 1: 折磨猫是 N －禁止的。
前提 2: 如果折磨猫是 N －禁止的，那么让你的小弟弟折磨猫是 N －禁止的。
结论: 让你的小弟弟折磨猫是 N －禁止的。
由于“N －禁止的”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语言，因此上述推理和一般事实判断的假言
推理并没有实质区别，也应该有效。
格巴德解决方案的核心是: 在人们接受的规范系统 N中，任何一个规范判断中的规范词
都可以转化为具有描述性特征的“N －被要求的”、“N －被允许的”和“N －被禁止的”这三
种谓词之一，从而将道德判断转化为描述性判断，道德假言推理转变为描述性的假言推理。
三、关于非认知主义者解决方案的评析
就黑尔的解决方案来看，他没有能够在坚持意义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说明当道德
判断被嵌入假言条件句的前提从而未被断言时，何以可能具有和原来被断言时的句子一样的
意义。黑尔强调，一个句子的意义是由人们使用它所从事的特定类型的言语行为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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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道德判断是用于评价事物、引导行为，而事实判断是被用于描述事态，因此道德判
断和事实判断也会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类型。至于句子本身是否被断言，和它的意义没有直
接关系，只是影响其所对应的言语行为是否需要具体地表现出来而已。但是，这里存在的问
题是，“断言”真的只是影响言语行为是否表现出来，而和句子的意义没有直接关系吗? 其
实并非如此。当一个句子被使用的时候，究竟从事的是何种类型的言语行为，实际上也只有
根据其实际被说者“断言”时的语气、姿态、周边环境等各种要素的综合判断才能最终确
定。只有当人们诚恳地说出 “张三是个好老师”的时候，这个句子才是一个对张三积极评
价的句子，它显然和人们阴阳怪气地说出这句话时所从事的言语行为不一样。一位天气预报
员对着镜头播报“外面在下雨”时所从事的言语行为或许是“描述”，但是当她作为母亲对
即将出门的儿子关切地说出同样句子的时候，更可能是在从事 “要求儿子带雨具”这样一
种行为引导的言语行为。因此，当 “断言”没有实际作出，当 “断言”所伴随的各种因素
没有被了解时，一个句子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是不确定的。可见，按照黑尔所坚持的言语行为
理论，并不能说明“折磨猫是错误的”在两种不同情境下 ( 在一个前提中被断言，在另一
个前提中未被断言) 为什么会具有相同的意义 ( 即为什么是在从事相同的言语行为) ，甚至
人们很难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出，未被断言的句子本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黑尔没有在语言行为理论的框架内说明，假言条件句 “如果……那么……”本身以及
被嵌入其中的道德判断，究竟从事的是何种言语行为，但是布莱克本的 “二阶态度”理论
毕竟为假言条件句提供了某种 “投射主义”式的解释，认为道德假言条件句本质上是关于
“嵌入其中的诸道德判断所表达的态度”的态度，从解决方案与基础理论协调性的角度来
说，布莱克本确有进步之处。但是，总的来看，布莱克本的解决方案仍然存在比较大的问
题，这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布莱克本关于道德假言条件句的改造实质上是一个
关于“态度”的态度，即一个 “二阶态度”; 还是关于 “态度的信念”的态度，从而仅仅
是一个“一阶态度”，他本人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根据他关于 “道德敏感性”的解
释，其功能是通过输入信念来输出态度，可见它的作用方式是针对 “信念”作出反应，从
而输出关于信念的态度。因此，当他借助“道德敏感性”的概念和 EX 语言形式，把 “如果
折磨猫是错误的，那么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改写成 H! ( | B! ( 折磨猫) | ; |
B! ( 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 | ) 时，实际上并不应该说这是关于两种 “态度”输出 “态
度”，而应该说是通过输入“‘我有不赞成折磨猫的态度’和‘我有不赞成让你的小弟弟去
折磨猫的态度’”的信念，从而输出关于这两个信念联言体的 “赞成的态度”。说人们可以
通过“道德敏感性”针对某种事实性的信念输出态度，甚至通过输入 “关于态度的信念”
从而输出相应的态度，这都是我们的常识可以理解的，但是说人们可以直接针对态度本身输
出态度，这往往令人费解。第二，布莱克本指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拥有正常的道德敏感
性，那么当他同时具有两种态度: ( 1) “不赞成折磨猫”的态度和 ( 2) “赞成 ‘不赞成折
磨猫的态度以及不赞成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的态度’”的态度的时候，就必然会得出 “不
赞成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的态度，否则其道德敏感性就是自我挫败的，但是我们不禁
要问，这一推衍过程究竟是理性的 ( 即关涉逻辑的客观必然性) ，还是非理性的 ( 即关涉情
感上的主观意志的自我协调) ?
事实上，源自理性的结论和源自情感态度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别。假设一个人不承认
2 + 2 = 4 或者不承认逻辑结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纠正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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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列举事实来进行归纳告诉他数学等式的正确性，或者通过高级演算的方式来证明数学和
逻辑规则的必然性，这是理性的过程。但是，同样的方式却难以在情感态度的问题上适用。
一个人完全可以在对所有事实了解清楚的情况下，依然在态度上和他人保持不一致。例如，
烟民完全可以像我们一样对吸烟给身体带来的不利后果了如指掌，但是这或许并不妨碍他对
烟草有非常狂热的喜好。一个人也可以对同样类型的事物或者行为产生不同的情感态度，例
如，他觉得自己不能见义勇为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他人不去见义勇为，他却又颇有微词。甚
至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同一个行为，人们可能也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态度，例如，恋爱时的
谎言被理解为爱意，而进入婚姻之后的谎言却被理解为背叛，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
见。这样一种情感态度上的 “不一致”或者 “自我挫败”能够用理性或者逻辑的方式来予
以解决吗? 事实表明，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在处理情感态度的问题时并不总是那么有效，可
见理性逻辑方面的“挫败”和情感态度方面的 “挫败”是完全不同的类型。那么，回到上
面的论证来看，既然以 “情感”为主要对象的上述推衍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非理性过程，
那么情感态度上的不一致也只是主观喜恶上的“自我挫败”，我们当然未必也要承认这同时
还是一种逻辑上的不一致④。
黑尔和布莱克本之所以面临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们始终认为任何被断言的道德判断都主
要具有非认知主义，都不是对道德事实的“描述”，因此与以“描述事实”为特征的事实判
断截然有别。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确实可能会通过道德判断来作出 “评价”、“规定
行为”或者“表达情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判断出场的一切情景都是非描述的 ( 正如
并非一切事实判断出场时语言情景都是描述的) ，人们往往还会使用道德判断来描述所谓的
“道德事实”，更期待能够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获得各类“道德知识”。格巴德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告诉我们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现实生活中，以个体面貌出现的道德判断并不是
孤立自存的，而是以其背后的规范系统为依据，而人们之所以作出道德判断并认为其合理，
关键在于他们对整个规范系统是接受的。因此，人们对规范系统是否 “接受”，这是特定道
德判断能否形成或者形成何种道德判断的决定性要素，就此而论，道德判断是非认知的，它
表达的是人们对其背后的规范系统 N 的 “接受”，而不是在描述客观存在的 “道德事实”。
第二，虽然道德判断表达的是人们对规范系统 N的接受，但是人们一旦接受了该规范系统，
那么总是可以在其内部考察各类道德判断的 “系统性特征”。因此，格巴德提出，道德判断
中的价值词“应该”“许可”“禁止”其实可以通过他所创设的纯描述性谓词 “N －被要求
的”、“N －被允许的”和 “N －被禁止的”改写成描述语句，以刻画其在 N 中的特征。因
此，当“禁止撒谎”被改写为 “撒谎是 N －被禁止的”时，人们其实是在描述 “撒谎这一
行为在 N中具有‘被禁止’的特征”这一事实。不仅如此，既然在特定的规范系统中，道
德判断可以改写成具有纯描述特征的句子，那么道德判断之间进行类似于描述句的逻辑推理
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格巴德的观点予以扩展，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十分有益的观
点: 道德判断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它确实可以用于表达情感态度、评价规约行为，从而
与主要从事“描述事实”工作的事实判断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具有描述的功
能，其描述的内容既包括其刻画的对象所具有的自然特征 ( 这点已经为传统的非认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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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一点，C. 莱特 ( Crispin Wright) 和哈尔 ( Hale) 等人都已经发现了，他们或是对布莱克本的观点予
以批驳，或是通过某种方式予以改良。( cf. Miller，2003: 62—64)
者所承认) ，也包括其在特定规范系统中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并且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可
以进行如同事实判断一样的逻辑推理。
总的来看，上述三位非认知主义者关于 “弗雷格—吉奇问题”的解决方案表现出不断
改进的过程: 黑尔把“意义”与 “言语行为”直接挂钩，因此他无法说明，同样的道德判
断，何以可能在其被断言，在从事了特定言语行为时，与其未被断言而没有从事该言语行为
时，具有同样的意义。布莱克本力图通过其 “二阶态度”论证表明，道德假言条件句表达
的是二阶态度，而从句部分则是表达“一阶态度”，因此道德判断不管其是否被断言，终究
都是在表达相同种类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解释清楚 “态度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人们如
何可能关于态度本身形成态度? 其关于 “道德敏感性”的表述更是表明，所谓 “态度的态
度”或许只是关于“具有某种态度”的信念的态度，也只是一个“一阶态度”。这其实从侧
面提示我们，在特定的以非认知性因素 ( 如情感、态度、接受的意愿等) 作为成立要件的
话语系统中，上述因素可以通过某种可认知性的面貌出场，即其可以演化成为关于某种情
感、态度或者意愿的信念，并且也可能成为另一态度的对象⑤。而这一思路显然与格巴德所
阐发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特定规范系统中，将道德判断中的规范词改写为描述性语词，将道
德判断转变为描述性的句子，从而可以有效地实现规范系统内部各类道德判断的逻辑推演。
从上述解决方案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界，在经历了与认知主义
的长期对立之后，现代非认知主义者尽管还在强调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区分，但是其理论
越来越多地具有认知主义的因素，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道德判断既非纯描述的，也绝非纯
粹非认知的，在实际生活中适时地综合这两种特征，才能对道德判断作出正确而全面的理
解，而当今西方元伦理学的新发展亦印证了我们的上述结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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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D. 考普 ( David Copp) 教授提出的关于 “实在论者的表达主义”
( Ｒealist-Expressivism) 的观点中，首先就包含关于“道德事实”的“信念”的肯定。笔者认为，将一种“信
念”作为具有实在地位的，从而它既可以是“描述”的对象，也可以是“态度”所指涉的对象，这无疑对于理
解上述关于布莱克本的观点的分析是有助益的。
D. 考普的“实在论者的表达主义”可以被视为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表现。当然，这一趋势亦可以被认
为是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乃至道德实在论与道德非实在论的妥协。( cf. Copp，2001)
